
Open Journal of Legal Science 法学, 2023, 11(3), 891-899 
Published Online May 2023 in Hans.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ojls 
https://doi.org/10.12677/ojls.2023.113128    

文章引用: 黄怡. 编造、故意传播虚假信息罪的司法认定[J]. 法学, 2023, 11(3): 891-899.  
DOI: 10.12677/ojls.2023.113128 

 
 

编造、故意传播虚假信息罪的司法认定 

黄  怡 

宁波大学法学院，浙江 宁波 
 
收稿日期：2023年3月1日；录用日期：2023年3月13日；发布日期：2023年5月11日 

 
 

 
摘  要 

在司法实践中，司法机关出现对于编造、故意传播虚假信息罪同案不同判的“窘境”，而笔者将通过对

编造、故意传播虚假信息罪构成要件的剖析以及将该罪与相关罪名进行比较分析，从而充分明确对该罪

的司法认定。进而统一刑事司法标准，贯彻落实刑法适用平等原则，即对任何人犯罪，在适用法律上一

律平等。细处着眼于该罪的构成要件，广处则从编造、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罪、网络寻衅滋事罪着手，

将其相区分的同时指明之后对于三者之间可能的发展趋势。只有通过刑事立法方面的规范落实，才能促

进刑事司法的完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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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judicial practice, there is a “dilemma” of different sentences for the crime of fabricating and in-
tentionally spreading false information in the same case, and the author will analyze the elements 
of the crime of fabricating and intentionally spreading false information and make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he crime and related charges, so as to fully clarify the judicial recognition of the cr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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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n unify the standards of criminal justice, implement the principle of equal application of crim-
inal law, that is, to anyone who commits a crime, in the application of the law is equal. The detailed 
part focuses on the constitutive elements of the crime, and the broad part starts from the crime of 
fabricating and intentionally spreading false terrorist information and the crime of picking qua-
rrels and provoking troubles on the Internet. At the same time, it distinguishes them and points 
out the possible development trend between the three later. Only through the standard imple-
mentation of criminal legislation can we promote the perfect development of criminal jus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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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确定虚假信息一直都存在于我们日常生活之中并对我们造成严重损害的基础之上，认定构成编造、

故意传播虚假信息罪中所涉及的传播媒体，不仅包含信息网络这一传播媒体，还包含譬如纸媒、言语

中涵盖的虚假内容也是自不待言的。虽然有些情形下可能与其他罪名形成法条竞合的关系，但是随着大

数据全媒体时代的到来，互联网本身所具有传播速度快，影响范围广，发表成本低的特点，导致人们在

这种空间内对信息甄别真伪的难度加大，并且由于从众心理的作祟，伴随众多不明情理的网友的点赞、

评论和转发，扩大其社会影响力造成恶劣的社会舆论氛围，更有甚者会对现实生活造成不可挽回的危害

结果。尤其是在重大突发公共事件发生之时，更是给予了虚假信息发酵的契机和培养的温床。加之，公

民权利意识的不断觉醒，言论自由的狂热追求也是诱因之一。面对这一严峻形势。在舆情监测的同时，

以国家强制力为保障对这类行为加以严厉规制，从而发挥法律的规制作用。当然相应的方式方法更应该

需要高度重视，对其认定范围应当控制在适当程度之内，不会造成矫枉过正的现象，最终达到司法最优

效果。 

2. “虚假信息”的认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九十一条之一第二款规定 1，可见在刑事立法层面中被认定为本

罪“虚假信息”的包括虚假的险情、疫情、灾情和警情。对于虚假信息的认定笔者认为应从立法原意出

发，揣摩立法目的，概括总结出符合险情、疫情、灾情和警情的共同特征辅佐理解这四种规制对象的延

伸概念。 

2.1. “虚假信息”的基本特征 

对于刑法的解释，便是对刑法条文文义的阐明——险情指向容易产生危险的情况，而该概念的外延

具有不确定性和模糊性，甚至可以涵盖所有危险状况，毕竟有时在交通事故现场也不时会出现该词的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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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九十一条之一第二款，编造虚假的险情、疫情、灾情、警情在信息网络或者其他媒体上传播，或

者明知是上述虚假信息，故意在信息网络或者其他媒体上传播，严重扰乱社会秩序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造

成严重后果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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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其延伸范围过于广泛，但是结合体系解释和同类并列的方法，本罪中规制的险情应当与疫情、灾情

和警情在性质上相一致，具有一定扰乱社会秩序的特性，对于人身也有产生伤害可能性；疫情是指重大

传染性疾病，譬如新冠肺炎疫情、非典等；灾情是指与自然灾害相关的情况，譬如地震、台风、海啸、

泥石流等；警情是指警务人员接警、出警、处理警务的情形。显然，不管这四种规制对象之间的边界，

还是这四种规制对象的外延情形都是具有相当的模棱两可性，这就使得司法机关审判过程中能否归入该

法条规制范围，从而适用该法条定罪量刑造成了困扰。 
立法上采取列举式规定，列举了“险情、灾情、疫情和警情”四种类型的“虚假信息”。结合立法

目的解释、体系解释以及文理解释等解释方法，可以归纳出这四种类型的共有特点为；第一，具有紧迫

性，包括发生的突然性和紧急应对性。在民众和国家均未做好准备工作时便袭来，同时需要政府相关部

门即刻采取措施应对该虚假信息所指向的情形，此种紧迫性是针对法益侵害而言的，只有对法益保护提

出挑战才需要动用刑法的力量。第二，社会关注度较高，这些所规制的对象基本上都与人民生活安全稳

定息息相关，涉及重大利益，因此民众对此大都抱有“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心理状态[1]，险情、

疫情、灾情是切实影响民众的生命安全、财产安全的状况会使得大众产生恐慌，警情则是影响了民众对

政府部门，尤指公安行政部门的处事行为，是对政府公信力的冲击。第三，波及范围广，社会危害性严

重[2]。本罪的影响范围为不特定多数人，无法预估其潜在的影响力，这四种信息若真实存在都会对国家、

社会和个人法益造成侵害，因此不仅仅是对公民造成现实危害，还包括内心恐慌。换言之，对于以上虚

假信息也就不能放任其发酵。基于这些共同特征的浮现，即使险情、疫情、灾情和警情四个之间的含义

仍然会有重叠现象出现，但是与一般外界普通信息的区分度还是可见一斑的。 

2.2. “虚假信息”的时间维度 

在确定真实情况之前，所传播的信息是否均应界定为“虚假信息”，亦即“虚假信息”的时间维度

问题是值得探讨的。当真实事实已经存在，之后编造信息伪造相应情形混淆视听的，被认定为“虚假信

息”是不证自明的，司法工作人员对其展开认定工作的难度也相对较低，毕竟只需要将所传播的信息与

真实情况相比对；反之，面对尚未盖棺定论的事实所陈述的信息是否应当被确定为虚假信息将成为我们

讨论的核心。 
依据陈文的观点，“与事实真相相悖的信息”是我们对于虚假信息的认知概况，且这种认知与我们

的常理认知和专业认知不相关涉，同时，基于认识本身的局限性或信息闭塞、信息交互不到位等原因，

对真相的认识往往具有滞后性[3]。也就是这种天生的滞后性会对我们评判其是否属于虚假信息的属性造

成困难。在真实事实未被证实并公布时候，政府依照程序以层级报批的形式对该事实进行反复确定，从

程序和实质上确保其经得起历史的推敲和检验。诚然，这样的严密流程会降低产生错误的概率，也能保

证得出的信息结论可靠权威，令人信服，但是社会和个人在等待定性结论过程中不免会酝酿出不同的观

点陈述，引发激烈的探讨，之后形成舆论风波也只是随着时间推移演变的发展必然。但是其中必定包含

理性人做出合乎常理的推论，此常理包括日常生活可得到的准则或者其职务领域内的经验之谈，这种表

达就不应被无知地一概认定为虚假信息。 
那么，针对在政府、专家、社会力量判断信息真伪期间或者之前发表的言论应该如何界定呢？笔者

认为，存在时间差的客观事实造成的难题就应该回归理性人的判断，即不能单纯将该信息与之后政府、

专家得出的专业性结论进行比对，而应该同时结合发布信息主体的年龄、职业、学历、发布方式、扩散

程度等综合因素来判断该主体的主观目的，毕竟信息在交互过程中必然存在的信息不对称性是无法避免，

既不能苛责于政府，也不能强求民众保持绝对的沉默。换句话说其主观上是否能认定该信息为虚假信息，

其发布信息的动机是出于警示作用、揭示真相目的还是单纯的哗众取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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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虚假信息”的扩张程度 

虚假信息所规制的信息范围是否仅限于险情、疫情、灾情和警情属于对虚假信息内容扩张程度的把

握。对此，郑蝉认为需要被刑法规制的虚假信为只要达到了严重扰乱社会秩序程度的虚假信息，而对其

所属的信息类别在所不问[4]。在该种观点指引下是对虚假信息进行了扩大解释，其是否构成类推解释，

暂时不做讨论。这种囊括了社会方方面面，对虚假信息的概念界定已经超越了本罪规定的四种情形。笔

者则持相反的观点，对于虚假信息应局限得限定为险情、疫情、灾情和警情。 
首先，经过过往裁判审理总结中，虚假信息主要集中于险情、灾情、疫情和警情中，继而刑法才以

修正案的形式进行约束。法律本身具有的局限性是由社会物质发展所制约，过分依赖法律统筹规范各种

社会规范行为是理想化的，同时也忽视发挥其他社会规范的调整作用。其次，本罪中在立法时并未添加

“等”或者“其他”的字眼来给予扩充的余地，因此从文义解释的角度是欠妥当的。不过目前可以将这

种观点作为发展趋势佐以参考，随着犯罪案件样本的增多，其他具有强大传播力的虚假信息涌现，其他

同质虚假信息进入审判者、立法者视野，那时再对虚假信息的内涵进行扩大解释也才言之有理。但是在

立法层面尚未变动的前提之下，基于本文的主旨是规范司法认定，因此要忠于现阶段的立法规定。刑法

中的虚假信息虽然不周延，但也具有其合理性、科学性。既不能将其形同虚设，也不能将之作为包罗万

物的容器存在。 
在学界中，有些学者会对“谣言”与“虚假信息”二者之间进行比较研究，认为谣言的内涵范围大

于虚假信息，或者虚假信息的涵盖对象大于谣言，亦或者谣言与虚假信息的内核相近，二者含义相同。

笔者就认为二者只是在表达方式上略有不同，或者说只是刑法条文在表述过程中选用了“虚假信息”这

一阐述方式，对于二者进行文义细化切割分析对于司法机关定罪量刑并无帮助的。根据《治安管理处罚

法》第二十五条 2 所述的谣言与虚假险情、疫情、警情属于性质相同的信息而共同规定处置，从这种角

度分析谣言确实可以与虚假信息相等同。且谣言的特性——缺乏依据与捏造，恰恰证明了信息的虚假性，

从刑法限制角度出发，谣言与虚假信息应当具有同样的内涵与外延[5]。 

3. 严重扰乱社会秩序的认定 

在认定是否达到严重扰乱社会秩序的程度时应坚持先客观后主观，最后达到主客观相统一的原则，

即客观上该编造、传播行为是否对现实社会造成紧迫危险；同时主观上是否存在故意，继而保持二者之

间相统一。 

3.1. 先从客观方面着手深入 

从客观方面来讨论，在信息网络上编造、故意传播虚假信息的行为可能会造成三个维度上的实际危

害结果：第一，该虚假信息自然会造成互联网这个“第二社会”的混乱秩序；第二，在某种程度上会引

发群众内心的恐慌；第三，该犯罪行为最终导致现实社会产生了某种现实的、紧迫的、实害的结果。其

中我们应着重关注或者说应该作为客观方面危害结果来确定的是第三种结果。因为本罪保护的法益为公

共秩序。从某种角度上说，公共秩序应同时具有公共场所性以及社会秩序可维护性。 
从公共场所性出发，其包含公共性质和场所性质。从这个方面而言，第二维度中的危害结果便不存

在立足之处了，毕竟群众内心的恐慌还是安定都不会表现为公共性质，换言之这种空泛的安全感并不会

直接产生公共影响。而马路瑶判定“严重扰乱社会秩序”的标准虽然也有社会恐慌考虑因素穿插，但是

其最终落脚点仍然是将该社会恐慌达到现实化后果时，才可评价为“严重扰乱社会秩序”的危害程度[6]。
此外从场所性质分析，针对第一维度网络空间中造成危害的观点，戴锦澍认为，网络空间性不属于刑法

 

 

2《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五条，散布谣言，谎报险情、疫情、警情或者以其他方法故意扰乱公共秩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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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管范围，这种虚拟的空间性，实质上是网络工具性的延申；作为一种自下而上的网络空间秩序，其自

生自发性决定了应适度介入并以现实的法益侵害为绳尺[7]。依其言，既然“双层社会”理论(犯罪行为在

现实与网络之间自由切换[8])中的网络空间已经丧失了被刑法规制的基础，从某种意义上源于其割裂了网

络空间和现实空间的联系，也就空有公共性质而缺乏场所性质。因此，无论一味忽视网络空间，将网络

仅视为工具存在[9]，还是将网络空间的“秩序”，独立于现实空间而存在，将其视为现实空间的一种，

都是不可取的。 
除此之外，虽然不存在对本罪中“严重扰乱社会秩序”的相关司法解释，但是基于下文认定本罪与

编造、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罪之间为并列关系，所以可以参照 2013 年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关于审理

编造、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虚假恐怖信息罪解释》)
中第 2 条中对“严重扰乱社会秩序”的列举性规定 3，不难发现其都是立足现实危害，并且分别从对民众

直接造成财产损失、人身伤害或者对相关职能部门处置着手，综合判定该行为的社会危害性。综上所述，

客观层面应围绕现实公共秩序加以断定危害结果。当然，构造一个刑法制裁网络虚假信息犯罪的双层定

量标准体系[10]也逐渐进入学界的视野。 
另外，为了进一步确认是否达到这个危害结果需要同时辅助一些判断手段。在现实社会中的危害结

果发生后，有时很容易判定其与编造、故意传播虚假信息行为存在联系，但有时二者之间的因果关系是

模糊不清的，因此需要通过因果关系的紧密性加以判断，对于因果关系，以条件说为切入点，即第一步，

先判断该虚假信息的编造或者传播行为是否是造成该社会危害结果的条件之一；第二步，探索二者之间

是否有介入因素的影响，这种介入因素的异常与否以及其对最终危害结果的作用大小将直接决定二者是

否存在因果关系的判定。对此笔者认为也不能过宽扩大编造、故意传播虚假信息行为的影响范围，需要

根据一般人的一般价值观加以斟酌。另外，也有学者认定行为人行为与严重扰乱社会秩序的结果之间因

果关系是将规范层面和价值判断层面相结合考虑[11]。当然实践中会存在“多因一果”的模式，对于“多

因”之中，社会成员本身对虚假信息的认知和判断的作用力不可小觑[12]。 

3.2. 再从主观方面探讨分析 

犯罪主体对其实施的危害行为以及其所造成的危害结果所持的心理态度为犯罪的主观方面，其是追

究行为人刑事责任的主观基础。我国刑法坚持以主观罪过责任原则对犯罪进行认定，摒弃了不合时宜的

结果责任制度。因为以结果作为定罪量刑的导向时，司法认定时难免会忽略犯罪主体的主观心态，单纯

以其所造成的社会危害结果来认定，有失偏颇。 
注重主观方面的探究从某种角度上也是对公民言论自由权的保障，明确本罪设定目的并不是防治公

民的言论自由权，而是规范公民行使言论自由。权利与义务不能割裂看待而是具有统一性，公民在行使

权利的同时，不能忽略其所赋予的自由会相对受到法律的束缚。因此，公民也负有履行法律、行政法规、

地方政府规章等规定的义务。尤其是在网络信息化运作，数据以十进制方式流动交汇的时代，匿名社会

悄然而至，为自己言论负责的心态受到扭曲。而这种义务的设定何尝不是为了公民更好的行使权利呢？

而这天然的统一性，二者相互限定，相互制约，不可分割，也正是法律所具有的特征。延伸至本罪，公

民自然拥有表达自己想法和阐明事实的权利，且该种权利是自由的，无需经过他人同意或者批准的，但

是为了维持社会稳定，国家安宁，获得更大利益而需要加以限制。 

 

 

3《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编造、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编造、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二百九十一条之一的“严重扰乱社会秩序”：(一) 致使机场、车站、码头、商场、影剧院、

运动场馆等人员密集场所秩序混乱，或者采取紧急疏散措施的；(二) 影响航空器、列车、船舶等大型客运交通工具正常运行的；(三) 致
使国家机关、学校、医院、厂矿企业等单位的工作、生产、经营、教学、科研等活动中断的；(四) 造成行政村或者社区居民生活秩序

严重混乱的；(五) 致使公安、武警、消防、卫生检疫等职能部门采取紧急应对措施的；(六) 其他严重扰乱社会秩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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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而从主观方面来分析，本罪并不包含过失心态，而故意包括直接故意和间接故意[13]。行为人实施

编造、故意传播虚假信息行为可以通过互联网络传播信息，也可以通过其他媒体扩大影响。若明知该信

息本身的虚假性质的情况下进行转发、扩散，其中包括转至朋友圈、微信群、QQ 群等私密性聊天交流环

境，也包括扩散到微博、博客、短视频软件等公共交流平台都应认定为主观上为直接故意，此时犯罪主

体是希望这种危害结果发生。 
另外，虽然对于编造行为不明知，但是该信息作为正常理性人稍作分析即可辨别，但仍然加以传播

的主观心态属于间接故意，此时，犯罪主体放任危害结果发生，其虽然不积极追求该结果，但是也并不

采取相应措施来避免该结果的发生。而对于一般网民的转发行为可以不认定为故意，只是在判断上产生

了偏差，若将该转发行为即认定为故意，有违刑法的谦抑性原则。毕竟，目前网民人数逐日增长，而网

民的知识储备量参差不齐，特别是面对专业领域问题更是不可能有充分的理解。况且，依赖于熟人之间

的相互信任，对于转发到微信群、QQ、朋友圈等的信息大多数都会被不假思索地认定为真实可靠，这也

是天然的信任使然。当然，也不乏存在寻找共同认同感群体的现象存在。正如哈佛大学教授桑斯坦阐述：

“你相信谣言的意愿必然取决于你已有的信息储备。”若将这种一味寻觅认同感即一致观点的人的无意

行为，也用刑法加以对待，显然违背了刑法的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犯罪分子主观恶性与刑罚的判定密切

相关，据此推论存在的情况不能感知到行为人的主观上存在恶性时，也就不应将其以犯罪处理对待。 
但是，对于有些学者认为应当将明知的范围扩大到其认识主观上明知会造成严重扰乱社会秩序的结

果。笔者并不赞同此观点，过度扩张明知的范围不利于司法机关定罪量刑。编造、传播虚假信息的行为

并不会必然引发严重的社会混乱情形发生，但是从主观上规制严重扰乱社会秩序这一结果将更加难以判

断，还是将严重扰乱社会秩序作为客观方面进行规制更具合理性。 

4. 编造、故意传播虚假信息罪罪数的认定 

4.1. 与编造、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罪的区别 

与编造、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罪相比较，从构成要件着手分析，二者只有在犯罪客体方面存在差

别，进一步发现是二者的规制对象，即虚假信息的内容界定上有所不同。 
与上文界定虚假信息相结合，通过文义解释的方式来琢磨，虚假恐怖信息富有其独特的恐怖色彩。

依据《刑法》第 291 条之一规定，虚假恐怖信息包括爆炸威胁、生化威胁、放射威胁等虚假恐怖信息。

与本罪规制的虚假信息不同的是，在立法中虚假恐怖信息存在的“等”常引起广泛的热议——第一，对

于虚假恐怖信息作列举后煞尾的理解，即在规定的爆炸、生化、放射威胁后仍然包含同种性质的虚假恐

怖信息；第二，虚假恐怖信息应作列举穷尽式的解释，即该罪中规制对象仅限于刑法明文规定的爆炸、

生化、放射威胁等虚假恐怖信息。 
笔者更倾向于该“等”属于列举后煞尾的理解。恐怖信息不仅仅包含规定的类别，同时最高人民法

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也多次出台司法解释对虚假恐怖信息的外延进行扩充，另外，加“等”这一词本身

就体现保护范围的开放性而非封闭性，可见对其作扩大解释是符合立法目的的。在此基础之上，虚假恐

怖信息虽然不限于明文指出的爆炸、生化、放射威胁等信息，但是所能囊括的对象范围至少也要与这三

类信息具有同等性质，即同样具有恐怖性、危害性、灾难性以及影响广泛性的特征，这也遵循了同类解

释的原则。 
从恐怖性特质方面，可以区别部分虚假恐怖信息与虚假信息。但是由于存在司法解释规定的冲突导

致仍然存在二者适用上的难以辨别。根据《虚假恐怖信息罪解释》第六条规定、将重大灾情、重大疫情

等划归为虚假恐怖信息的规制体系之中，从而与虚假信息规制的疫情有了表面上的重合。对此也就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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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种解读，其一，虚假恐怖信息与虚假信息是交叉重叠的关系，前者的范围包含后者所涵盖的信息内核。

其二，虚假恐怖信息与虚假信息之间是并列关系，二者在概念上并无交集，也就不存在认定上的竞合。 
笔者秉持立法严谨的态度，认为同样被规定在《刑法》第 291 条之一的两个罪名中的不同虚假信息

由于在虚假的程度或者是内容上存在重大区分度，使得二者之间更应该被认为并列关系。针对《虚假恐

怖信息的解释》中的划分是在特定时期为了顺应特定时代要求，当时并未增设编造、故意传播虚假信息

罪，对于重大灾情和重大疫情缺乏处罚基础，导致司法实践举步维艰，是历史的产物。而《刑法修正案(九)》
是 2015 年 8 月应社会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新犯罪的需求由全国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的。根据上位法

优于下位法，新法优于旧法，理所当然应依据《刑法修正案(九)》中的规定，将编造、传播虚假灾情、疫

情的行为以本罪规制。若从量刑角度考虑，二者并非相差甚远，由编造、故意传播虚假信息罪本身也具

有合理性。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期间出台的《关于依法惩治妨害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

控违法犯罪的意见》中重申了对编造、故意传播虚假信息罪的适用，而并未提及在此次重大疫情中适用

编造、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罪，司法机关对此的态度显而易见。 
另外，若确实认为一旦虚假疫情具备恐怖信息本质特征便属于“虚假恐怖信息”，涉嫌编造、故意

传播虚假恐怖信息罪[14]，也就是区分何为重大灾情、重大疫情，即使是持有此种观点也提出应严格认定，

防止扩大认定的负面影响[15]。但是究竟何为一般灾情、普通疫情，笔者认为这会给司法机关徒增困难，

因为这不能仅仅依靠司法机关所具备的法律专业知识加以断定，而要依靠相关地质知识、医学知识乃至

卫生管理条例等进行比对分析。以疫情为例，疫情是具有传染性、变化性的疾病，它的发展并不都是爆

发式的，也不是稳定不变的，即使是新型冠状肺炎疫情也有一定的渐进发展演变过程，那么是否应当再

次区分一个疫情不同发展阶段的不同虚假信息究竟为何种性质呢？经过正反推理的结果便是将虚假恐怖

信息与虚假信息交叉重叠看待并不合理，二者有各自归属的规制领域范围应当并列处置。 

4.2. 与网络虚假信息型寻衅滋事罪的区分 

2013年出台的司法解释 4使得编造、故意传播虚假信息罪与网络虚假信息型寻衅滋事罪产生关联性，

也就有了探讨的必要。正如，朱某某伙同郝某某、李某某为获得政府拆迁赔偿，遂决定以共同制作燃烧

瓶，使用手机录制视频通过网络传播途径给政府造成负面影响的方式，意图向政府施压，从而从中获利 5。

在该判决书中，司法机关认定为寻衅滋事罪。但是对此学界便产生不同的看法。 
对于相关案件两罪之间的认定，学界存在“并行适用论”和“否定论”两种针锋相对的理论学说。

“并行适用论”认为《刑法修正案(九)》中增设的编造、故意传播虚假信息罪中规制对象仅仅为险情、灾

情、疫情和警情，另外具有恐怖性质的虚假信息也由编造、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罪加以规制，这中间

空缺的虚假信息内容则应当顺势由网络寻衅滋事罪补上缺位。二者的法条关系类似于特别法之于一般法。

相对的“否定论”坚持自从《刑法修正案(九)》增设了编造、故意传播虚假信息罪后，作为“兜底性”条

款而存在的网络寻衅滋事罪便应该退出历史舞台。笔者综合看待此问题，对此分为两个时间段来解读，

在现阶段笔者赞同“并行适用论”的看法，而对于日后的解释趋势笔者更倾向于“否定论”的观点。 
首先，从刑法条文本身出发，本罪中在规制对象——险情、灾情、疫情和警情之后并未加上“等”

这个表示列举的标志，因此司法机关应该限制理解。诚如上文所述，除去这四类的虚假信息较少编造、

传播亦或者较少产生严重扰乱社会秩序的后果，但是也不乏有这种虚假信息的存在。此时就有网络寻衅

滋事罪出场的必要了。另外，二者在法条表述上存在些许差别——网络寻衅滋事罪更强调“起哄闹事”

 

 

4《关于办理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诽谤等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 5 条第 2 款规定：编造虚假信息，或者明知是编造的虚假信息，

在信息网络上散布，或者组织、指使人员在信息网络上散布，起哄闹事，造成公共秩序严重混乱的，依照刑法第二百九十三条第

一款第(四)项的规定，以寻衅滋事罪定罪处罚。 
5参见黑龙江省七台河市人民法院(2018)黑 0903 刑初 87 号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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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构成要素[16]，因此对于朱某某的司法判决从这个角度来看也具有其合理性。也有学者将虚假疫情信

息和虚假疫情相关信息相区分，关于疫情本身的谣言应以编造、故意传播信息罪认定，而仅仅是与其相

关的信息则应以网络寻衅滋事罪定罪处罚[17]。 
但是从深远的角度考虑，网络寻衅滋事罪有“口袋罪”的嫌疑，所以还是需要日后加强立法解释或

者司法解释的途径来规范适用编造、故意传播虚假信息罪。对此从以下方面来说明：其一，从法律位

阶角度出发，规定网络寻衅滋事罪的法律依据为两高联合出台的司法解释，而编造、故意传播虚假信息

罪则是由刑法典以修正案的形式加以增设，司法解释不得与全国人大制定的法律相抵触，由司法解释来

规定、增设某一罪名或者扩充某一罪名内涵信服程度更低。其二，纵观刑法规定，特别法与一般法相比

较，其适用的刑罚一般都会更加严苛，但是，网络寻衅滋事罪则比编造、故意传播虚假信息最处罚更为

严厉，这有违一般法理。正如姜瀛所指在增设编造、故意传播虚假信息罪后，网络虚假信息型寻衅滋事

罪在司法实践中应自动停止适用[18]。从刑法分则类型化构成角度来分析，时斌也认为如果能通过类型化

方法改造现有罪名，将同一类型行为囊括在一个罪名之下，就完全没有增设新罪名的必要性[19]。虽然时

斌讨论的并不是网络寻衅滋事罪的存废问题，但是二者异曲同工。同时，这也是简化寻衅滋事罪本身的

一种途径[20]。 
已经确定编造、故意传播虚假信息罪和网络寻衅滋事罪属于兜底性条款和专用条款的关系，试想，

如果通过司法解释所确立的“网络虚假信息型寻衅滋事罪”具备正当性，完全没有必要重复立法增设一

个规制范围相对更小的新罪名[21]，并且在这一罪名之下在将来可以通过立法解释等途径对虚假信息扩大

解释从而涵盖空缺客体，使得其具备类型化特征，依据此理网络寻衅滋事罪也就没有规制该类客体，泛

泛而规的必要了。不过，无论是“并行适用论”，还是“否定论”都不同程度的强调扩张本罪中虚假信

息的内涵界限，只是其扩大程度参差不齐亟待刑法解释做到统一规定。 

5. 结论 

通过本文对编造、故意传播虚假信息罪的解剖，对该罪中包含的模糊法律用语进行探讨，从司法机

关角度出发，其基本工作为对犯罪主体进行定罪量刑，以定何罪、是否达到该罪标准为出发点。首先，

笔者认为针对网络虚假信息型寻衅滋事罪这个“口袋罪”已经不再适应这个社会时代的变迁，在立法上

也无其存在必要性，因此在司法实践中司法机关应尽量避免对网络虚假信息型寻衅滋事罪的适用。其次，

通过对虚假信息本身概念的界定来细化区分编造、故意传播虚假信息罪和编造、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

罪。最后，辅助“严重扰乱社会秩序”中主客观相统一的判断原则，确定是否造成对现实社会空间的实

害结果。简而言之，结合多方认定标准和方式，摒弃以往笼统、抽象的认定方式，便于司法机关进一步

实践操作。不再是以司法机关工作人员的主观心证来发挥其自由裁量权，而是以标准化的统一认定方式

精准打击该类犯罪，支持司法机关在法治轨道上充分施展其应有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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